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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破除物理时空壁垒,促进城际分工

协作,深刻重塑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城市群空间体系由传统规模等级秩序向新时

期均衡化发展模式演变。 同时,城市群内多重要素流的交互联系推动形成网络化空间结构,有效提升整

体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强化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的赋能表现。 因此,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内在机制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各

类联系流网络的调节效应,包括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和创新要素网络。 在理论框架指导下,文
章以我国 19 个城市群为样本,建立多源数据库,测算各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空间体系均衡化程

度以及基于三种联系流的网络外部性,总结特征事实,开展实证检验。 基于特征事实的分析表明:我国

19 个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水平稳步提升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相对梯度发展格局;大部分城市

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个别城市群呈现极化发展态势;各城市群均形成一定的网络型空间结构,
但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差距。 基于实证检验的分析表明: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直接提

升其空间体系的均衡化程度,工具变量回归和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后的结果保持稳健;现阶段城市群内物

的流动相比于人的流动更有利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化,第三产业主导的区域产业结构则在一定

程度上加速城市群空间极化发展;城市群内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创新要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的赋能表现;我国东、中、西
部地区城市群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调节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 文章首次建立数字

经济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理论机制框架,并通过特征事实阐释、实证检验分析等方法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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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变革方向与优化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对促进我国城

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即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特性重塑城市群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形成多中

心、网络化、均衡化的城市群空间体系,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协同性提供重要支撑。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城际联系流;网络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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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群是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协同性的重要空间载体[1]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
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国家“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指出要“优化城市群

内部空间结构,形成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 因此,城市群内部空间体系的优化、均
衡化发展以及网络化空间联系的形成对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至关重要。 以往关于城市群空间体系的

研究基于中心地理论[2] 、位序—规模法则等[3-4] ,各城市之间相对静态、独立,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规模

等级规律[5] 。 伴随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城市之间的经济互动性与连通性不断增强,城市群空间

体系由规模等级秩序走向节点型均衡化发展,大中小城市之间正在形成动态协作的协调发展关系,加
快构建科学合理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6-8] 。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持续扩大,数据作为新兴生产要素被引入产业空间体系变革[9] ,加速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纵深

融合,是新时期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10-11] 。 数字技术凭借其高时

空压缩性、强渗透性和网络效应等特征,迅速拓展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多个领域[12-13] ,通过破除地

理距离空间壁垒,提升地理邻近的多城市功能分工互补程度,加强城际网络化联系,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加速经济地理格局重构,从而为新时期实现更高水平的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城市之间的资源要素突破地理空间阻碍而呈现日益频繁

的流动态势,城市群空间体系演变的研究视角正在从“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变[14-15] 。 在流空间

视角下,城市群内部的资源要素可以通过信息流、数据流等实现即时移动,使得城际联系更加紧密、资
源利用更加高效,从而深刻改变了城市群层面的经济结构体系与空间格局[16-17] 。 资本、劳动力、信息、
技术、数据等多重要素流在城市群内部形成紧密交织的联系网络,对传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

巨大冲击,加速城市群空间体系由层级化、垂直化的发展模式向网络化、均衡化演变。 随着城市群内部

的功能联系日益紧密,其整体发展的规模效应正在由中心城市集聚外部性优势向城市群网络外部性优

势转变[18-19] 。 与集聚外部性的高空间依存度相比,网络外部性强调城市的节点属性与可访问性,以及

城市之间因功能网络而存在的互补关系,从而弱化地理空间分割性与隐性壁垒,使得知识溢出效应超

越地理距离的限制,在空间整合协作中实现创新发展[20-21] 。 城市群网络外部性的形成以各类资源要

素的流动与联系为基础,包括物流[22] 、人口流[23] 、交通流[24-25] 、资本流[26-27] 、知识技术流[28-29] 等。 国

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联系流对城市群网络结构特征与网络外部性提升机制进行探讨,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城市网络体系研究范式。 在此基础上,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进一步突破地理空间与距离壁垒,
加速资源要素流动,从而为基于流空间的城市网络外部性提升相关研究提供创新动力。

综上,数字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促进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加强了城市之间的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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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推动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 同时,基于各类联系流的城市群网络化空间结构的形成能够

有效提升其网络外部性,加速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促进

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相关研究较少,尚需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此外,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

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网络体系研究也大多立足于单一的资源要素流动,不同资源要素的流动联系对城

市之间互动模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基于多重联系流的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网络外部性提升研究仍需进

一步开展。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系统构建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理

论框架,从城市群要素优化和资源整合两个方面,深入分析机制传导路径,同时基于城市群内部的不同

联系流,进一步探索城市群整体网络外部性提升对核心机制的调节作用;第二,建立我国 19 个城市群

的综合数据库,分别得到关于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和网络外部性的特征事

实,拓展和深化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空间体系演变领域的研究内容;第三,基于特征事实建立计量模型,
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影响机制,验证理论框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理论机制

(一)直接效应

城市群本质上是要素与资源在城市体系内的流动、整合与配置[30] 。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态势下,城市本身的生产要素与创新资源正在突破地理空间壁垒,向城市腹地与邻近城市扩散,推
动实现更广范围、更高效率的区域资源优化配置[31] 。

从城市群要素优化上看,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给传统的城市社会经济运行

模式带来巨大冲击[32] 。 一方面,大数据本身构成了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产业变革核心技

术的底层逻辑。 数据要素能够穿透组织边界的抑制,实现在网络空间的即时快速传递,且这种传递不

受地理空间距离的影响,不存在边际价值递减问题[33-34] 。 同时,数据要素的权属主体复杂,具有客观

性、非稀缺性与非排他性特征,“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①,任何市场参与主体都可以基于大数据的

充分利用实现创新,其创新溢出效应也超越了数据创建所在的部门或领域,可以为其他领域的技术创

新跨界提供信息与知识支持。 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挖掘等应用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诸多

场景,蕴含着巨大的社会经济价值[35] 。 数据要素应用于城市生产领域,客观预测市场需求规模与发展

动向,向生产供给部门反馈信息,加速供给侧精准化改革,合理化城市群内部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

结构,推动实现以按需生产、柔性生产、智能化生产为特征的区域综合生产供给体系[36] 。 数据要素应

用于城市生活领域,以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集中体现于移动支付、远程办公、“互联网+教育”“互
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诸多生活性服务业部门,加速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在城市群内的流动,提
升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便捷化水平,优化空间资源配置。 数据要素应用于城市治理领域,是促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数字化中介以虚体形式对实体城市进行系统性映射与

呈现,有效缓解城市运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城市群协同治理水平,加速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群

建设。
从城市群资源整合上看,数字技术在城市社会经济诸多层面的应用与推广,能够降低有限地理空

间对资源高效利用的约束性,突破地理距离对创新要素流动的限制,提升空间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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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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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部的多向联系性、功能互补性与空间协同性[37] 。 首先,数字技术具有高时空压缩性。 数字技术依

托于网络平台的即时连通性,对物理时空产生压缩作用,能够实现信息、技术、知识的瞬时传递、跨界传

递,极大地节省了城市群内资源流动的时空成本。 同时,数字技术通过网络连接建立新的知识联系,将
隐性知识显性化,拓展知识溢出边界,更有利于隐性知识的迅速传播和模仿,从而提升城市群内创新驱

动水平,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38] ,推动建构多极点的城市群经济空间体系。 其次,数字技术具有

强渗透性。 以 5G、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为依托,数字技术可以与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的实体经济发

展相结合,引发全方位变革,以数字化形式客观记录与保存各类经济活动行为,以智能化运行加速传统

产业部门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城市群产业体系内所有部门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产业链、价值

链各环节的协同互补水平,加速构建产业链的分散式空间集聚格局。 最后,数字技术具有网络效应。
以虚拟网络空间为平台的数字经济规模在理论上没有数量和容量的限制,可以实现无数个企业的虚拟

集聚[39-40] ,每个企业都可以自由获取虚拟集聚中的共享投入,其产品又可以作为中间投入品继续进行

共享,从而无限放大本地市场规模,优化基于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互动的经济空间结构与产业布局,推
动形成多中心、均衡化的城市群空间体系。

综上,数字经济依托数据生产要素与数字技术向城市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渗透,能够加速地域范

围内要素流动,提升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加快构建城际功能分工格局,加强城市群内部多向联系,
推动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 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数字经济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调节效应

传统城市群以中心城市的集聚外部性为基础,其空间体系以单中心、层级化发展模式为主,中小城

市发展易受中心城市“集聚阴影”的影响[41-43] 。 在流空间视角下,以交通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
人才流等为引领的城市间资源要素流动,是形成城市群网络化空间结构的核心驱动力[44-45] 。 基于网

络化空间结构,多城市间协同互补的网络外部性有所提升,对实现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具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以各类要素联系流为基础的城市群网络化空间结构的形成,有利

于提高城市群网络外部性,完善城际联系互动,强化个体城市的网络节点属性,从而加速城市群空间体

系均衡化发展。
交通信息网络为实现城市群内高效的城际连接与互动奠定物理基础。 城市群本身是地理位置邻

近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具有时空距离上的区位优势。 以高速铁路、快速公路、机场交通、港口交通等

联合开发为主的城市群交通信息一体化网络建设,能够进一步缩短区域内人流、物流运输距离、节省运

输成本,是实现城际要素流动加快、区域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之一。 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密切城际互动联系,推动城市群内循环中产业链、价值链各环

节的交互协同,客观上要求各类资源要素实现在更广范围内、更高频率上的流动,从而推动区域整体的

资源整合。 因此,城市群交通信息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是数字经济时代资源高效流动的重要前提。 由

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a:城市群交通信息网络的形成增强数字经济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正向效应。
传统生产要素网络为构建城市群内完整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提供保障。 以资本、劳动力、通用技

术等为代表的传统生产要素构成了产业体系形成的要素投入基础。 这些生产要素在城市群内部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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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调整与整合优化加强城际联系,加速城市群分工体系的形成。 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城市群分工已

由产品内分工转向功能分工[46-47] 。 功能分工更加注重市场主体参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强调各

城市更好地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明确功能定位,通过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密切互动,降低空

间资源错配概率,促进各城市功能与产业链、价值链分工的紧密融合,形成城市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

协作格局,从而构建城市群内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变革的嵌入作

用正是依托于产业分工协作体系,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各环节的生产要素互动促进城际联系,发挥多城

市协作合作的规模效应,推动区域资源整合与配置优化。 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b:城市群传统要素网络的形成增强数字经济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正向效应。
创新生产要素网络是扩大城市群内创新空间溢出半径的重要抓手。 依托于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

知识、信息、人才、高端技术等创新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传播进一步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基于数字技术的

网络效应,扩大知识学习与交流的空间边界,使得创新空间溢出效应呈几何级放大,加速实现城市群内

协同创新发展。 城市群内协同创新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48] 。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
据要素介入凭借其非稀缺性、非排他性有效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优化创新主体获取信息、匹配产品和

交易的渠道,降低创新主体寻求合作的门槛,提高跨区域创新合作的可行性,为实现创新主体之间的紧

密联接奠定基础。 处于创新生产要素网络中的城市,越来越成为资源要素流动与传输的节点,数字经

济发展进一步弱化了城市原有的规模等级属性,提升个体城市在城市群内的网络节点属性,从而推动

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 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c:城市群创新要素网络的形成增强数字经济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正向效应。

二、基于理论机制探索的实证研究方法

(一)模型设置

为考察城市群数字经济水平对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直接影响,设置基准回归模型,利用区位基

尼系数(gini)表征城市群均衡化程度:
gini it = β0 +β1digeit +β2Xit +μi +γt +εit (1)
其中: gini it 表示城市群 i 第 t 年的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水平; digeit 表示城市群 i 第 t 年的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 Xit 为控制变量,包含其他可能影响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水平的因素,如产业结构、
人员流动、货物运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μi 为个体效应, γt 为时间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城市群网络外部性提升的作用机制,在模型(1)中加入基于不同城际联系流的城市群网络

中心势( cenit )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城市群网络外部性如何调节数字经济对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

影响:
gini it = β0 +β1digeit +β2rail_cenit +β3digeit × rail_cenit +β4Xit +μi +γt +εit

 (2)
gini it = β0 +β1digeit +β2inv_cenit +β3digeit × inv_cenit +β4Xit +μi +γt +εit (3)
gini it = β0 +β1digeit +β2sci_cenit +β3digeit × sci_cenit +β4Xit +μi +γt +εit

 (4)
其中: rail_cenit 为城市群交通联系网络中心势,以高铁往来班次表征城际交通联系; inv_cenit 为城

市群投资联系网络中心势,以企业投资表征传统生产要素; sci_cenit 为科研联系网络中心势,以科研合

作表征创新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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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 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国内外学者在数字经济测度方面已积累不少研究成果,一般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一定区域的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作出评价。 如基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的指标体系,从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综合衡量数字经济水平[49] ,并加入对数字化治理、数字基础设施、数
字融合等方面的考量[50-51] 。 这类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省级层面,数据全面且相对易于获取,但直接应

用至城市或城市群层面存在数据缺失、维度不同等问题。 基于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测度大多基于赵涛

等[13]的研究,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两个维度进行刻画。 关于城市群层面数字经济测度的研究较

少,有学者通过计算内部各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的总和或加权平均值而得[52-53] 。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结
合数据可得性与城市群整体发展特性,本文建立城市群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根据研究假说 H1,以
数字产业化考量数据要素嵌入对城市群要素优化的影响,以产业数字化考量数字技术应用对城市群资

源整合的影响,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e,具体指标选择参见表 1)。 同时,
基于赵涛等的城市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②,通过计算各城市加总值得到另一组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

指数,在实证中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1　 城市群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代理指标) 单位

数字产业化

基础设施

技术应用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 万户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科研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万人

产业数字化

创新驱动

数字生活

数字经济专利授权量 万件

科学技术支出 亿元

邮政业务总量 亿元

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万人

　 　 注: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考虑与电子商务、线上办公等密切相关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 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

城市群空间体系可以看作城市群内不同规模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区组成的空间结构,反映一定区域

内城市经济活动分布的空间形态[27] ,其均衡化发展水平可通过空间体系的“极化—均衡”程度衡量,利
用城市群内部区位基尼系数(gini)表示:

gini = 1
2N(N - 1)μ􀰐

N

i = 1
􀰐

N

j = 1

pi
Ai

-
pj
Aj

(5)

其中: N为城市群内的城市数量, pi 、 pj 分别为城市 i和城市 j的经济活动集聚规模, Ai 、 Aj 分别为

12

②采用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和移动电话普及率 4 个指标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测评维度,并且分别采用百人中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进行衡量,采用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数字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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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i 和城市 j 的国土空间面积, μ 是 pi / Ai 的均值。 gini 值越大,说明城市群空间体系越趋于极化,均
衡化发展程度越低;反之,则说明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均衡化发展程度越高。 各城市经济活动集聚规模

( p )用夜间灯光数据表示,将夜间灯光亮度值大于 10 的栅格视为“城市化地区” [54] 并提取至各地级

市,加总所有满足条件栅格的夜间灯光值作为城市经济活动集聚规模的代理指标。 城市群大多为跨行

政区划的经济区域,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可以有效避免统计指标口径不同等测度方法上的缺陷,从而更

加精准地度量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程度。
3. 城市群网络外部性测算

在流空间视角下,关于城市群网络外部性的测度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一般利用网络中心势指

标刻画城市群网络的联系紧密度、协同合作度、空间均衡度等[55-56] 。 网络中心势指标用于测度城市群

网络的空间极化程度,由节点中心度指标计算而得,在加权网络中,节点的点度中心度计算公式为:

pceni = ki ×
si
ki( )

α

= ki
1-α( ) ×si α 。 其中: ki 为节点的点度,即与该节点有连接的节点数量; si 为节点的

联系强度,即该节点与其他各节点的邻接权重之和; α为调节参数,设 α = 0. 5 [57] 。 以节点中心度最大

值与各节点中心度差值之和占最大可能差值之和的比例表示网络中心势(cen),计算方法为:

cen =
􀰐

N

i
pceni,max - pceni( )

max[􀰐
N

i
pceni,max - pceni( ) ]

 

(6)

该值越大,表明整体网络趋向某一个或几个节点集中,未能形成内部高效联系的网络化空间结构,
城市群网络外部性较低。 反之,则表明各城市的网络节点属性越强,趋于形成多向联系、均衡发展的空

间结构,城市群网络外部性较高。
已有研究通常使用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表征城际联系强度。 根据研究假说 H2,利用高铁联系流、

资本联系流、知识联系流分别表征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创新要素网络,基于 Python 爬虫整理

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高铁往来班次、企业相互投资、科研论文合作等 OD 数据,通过计算每个城市基

于不同联系流的点度中心度并汇总至城市群层面,得到城市群各联系网络的网络中心势指标。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因素,包括城市群产业结构、交通联系

程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 本文中选取城市群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ind)表征产业结构,
选取城市群公路客运量的对数(lnpass)表征人员流动情况,选取城市群公路货运量(lnfrei)表征货物运

输情况,选取城市群市政公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lncinv)表征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水平。
(三)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选定国家《“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确定的 19 个城市群,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
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 数据来源包括:(1)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
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2)夜间灯光数据,选取通过整合 DMSP -OLS 和 SNPP -
VIIRS 数据得到的类 DMSP-OLS 数据集[58] ,该数据集利用“伪不变像素”方法对 DMSP-OLS 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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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修复 SNPP-VIIRS 原始月度数据中的缺失值,计算得到校正后的类 DMSP-OLS 数据③;(3)城际

联系流数据,高铁往来班次、企业相互投资、科研论文合作数据分别来自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中投

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时间跨度为 2003—2021 年,由于部分年份、部分城市群数据缺失,如
高铁往来班次数据始于 2007 年、企业相互投资数据始于 2011 年等,最终整理得到全国 19 个城市群的

非平衡面板数据。

三、基于中国 19 个城市群特征事实的比较分析

(一)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表 1,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综合测量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利用熵值法计

算得出我国 19 个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2021 年各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异参见图 1。 其中,长
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达到 0. 665

 

0,与其他城市群拉开较大差距,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京
津冀、珠三角城市群次之,指数在 0. 3~ 0. 4 之间,发展水平较高;中原、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指数在

0. 2~0. 3 之间,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指数在 0. 1~ 0. 2 之间,发展水平相对

适中;关中平原、辽中南、哈长、北部湾城市群指数在 0. 05~ 0. 1 之间,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呼包鄂榆、黔
中、兰西、晋中、滇中、天山北坡、宁夏沿黄城市群指数在 0. 05 以下,发展水平较低。 从整体上看,我国

19 个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水平形成了相对的梯度发展趋势,其之间的发展差距与各自城市群的经济基

础、产业结构、要素配置、地理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

图 1　 我国 19 个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2021 年)

(二)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历程

由式(5),分别计算得出我国 19 个城市群历年的区位基尼系数④,其各自的发展历程参见表 2。 根

据各城市群区位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将 19 个城市群按照空间体系均衡化演变特征分为 4 类:第一类

32

③
④

数据下载地址为:https: / / dataverse. harvard. edu / dataset. xhtml? persistentId =doi:10. 7910 / DVN / GIYGJU。
区位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由于行政区划沿革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等原因,部分城市早期年份的数据缺失,统计至城市

群层面导致少数城市群的数据起始年份不同,如宁夏沿黄城市群始于 2004 年,黔中城市群始于 2011 年,兰西城市群始于 2013 年,北部湾

城市群始于 2015 年,天山北坡城市群始于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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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显著提升的城市群,包括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呼包

鄂榆等 6 个,其区位基尼系数连年降低且整体幅度超过 0. 1;第二类为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稳步提升的

城市群,包括京津冀、长三角、中原、关中平原、晋中、宁夏沿黄、黔中等 7 个,其区位基尼系数波动下降,
整体下降幅度在 0. 05 左右;第三类为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不明显的城市群,包括辽中南、北部湾、天山

北坡等 3 个,其区位基尼系数下降幅度在 0. 01 左右;第四类为空间体系极化发展的城市群,包括哈长、
兰西、滇中等 3 个,其区位基尼系数持续上升。 总的来看,我国 19 个城市群大部分呈现空间体系均衡

化发展的态势,个别城市群的均衡化发展趋势不明显。
表 2　 我国 19 个城市群区位基尼系数演变(2003—2021 年)

年份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成渝 长江
中游

山东
半岛

粤闽浙
沿海 中原 关中

平原 哈长 辽中南 晋中 滇中 呼包
鄂榆

宁夏
沿黄 黔中 兰西 北部湾 天山

北坡

2003 0. 339
 

1 0. 364
 

7 0. 378
 

3 0. 443
 

2 0. 424
 

1 0. 179
 

6 0. 571
 

2 0. 349
 

3 0. 435
 

1 0. 323
 

8 0. 284
 

7 0. 306
 

7 0. 193
 

4 0. 317
 

8
2008 0. 344

 

7 0. 364
 

2 0. 353
 

8 0. 462
 

0 0. 429
 

4 0. 140
 

5 0. 567
 

3 0. 340
 

9 0. 340
 

9 0. 302
 

3 0. 286
 

6 0. 289
 

8 0. 236
 

2 0. 236
 

4 0. 362
 

0
2013 0. 338

 

0 0. 361
 

6 0. 324
 

1 0. 422
 

3 0. 369
 

9 0. 118
 

9 0. 538
 

1 0. 302
 

5 0. 366
 

3 0. 335
 

4 0. 267
 

9 0. 197
 

0 0. 247
 

8 0. 209
 

0 0. 324
 

6 0. 410
 

4 0. 297
 

9
2018 0. 340

 

0 0. 340
 

0 0. 281
 

3 0. 343
 

8 0. 394
 

4 0. 108
 

9 0. 508
 

7 0. 301
 

8 0. 398
 

9 0. 335
 

4 0. 336
 

0 0. 266
 

6 0. 262
 

5 0. 224
 

1 0. 382
 

8 0. 352
 

2 0. 361
 

0 0. 321
 

5 0. 465
 

5
2021 0. 308

 

4 0. 318
 

5 0. 257
 

6 0. 324
 

6 0. 368
 

7 0. 090
 

3 0. 459
 

4 0. 273
 

9 0. 361
 

0 0. 333
 

1 0. 294
 

7 0. 254
 

0 0. 224
 

7 0. 208
 

7 0. 328
 

5 0. 363
 

3 0. 302
 

0 0. 315
 

8 0. 455
 

3

　 　 (三)基于不同联系流的城市群网络

根据不同维度的城际联系流,绘制 2017—2021 年我国 19 个城市群网络中心势演变雷达图,结果

参见图 2。 从整体上看,基于不同联系流的城市群网络中心势在不同程度上趋于降低,表明我国大部

分城市群的网络型空间结构日趋成熟。 从区域分布上看,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较大城市群的网络

中心势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网络型空间结构较为完善,其余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网络型空间结

构尚处于发展阶段。 从联系维度上看,基于高铁联系流的城市群网络中心势下降幅度较小且受地理区

位的影响较大,高原、丘陵等地区的网络化联系程度明显低于平原地区;基于资本联系流的城市群网络

中心势下降幅度明显,表明现阶段依靠资本联系流带动的城市群网络化发展程度较高,即以企业相互

投资为代表的传统要素流动是形成城市群网络型空间结构的重要基础;基于知识联系流的城市群网络

中心势下降程度较小,并且较大规模城市群中的网络化联系更为紧密。

(a)高铁联系流网络中心势 (b)资本联系流网络中心势 (c)知识联系流网络中心势

图 2　 基于不同联系流的城市群网络中心势演变(2017—2021 年)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直接效应回归

基于研究假说 H1,考察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间体系均衡程度的直接影响,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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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报告双向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3)。 三种回归估计中,核心解释变

量城市群数字经济指数对区位基尼系数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
空间体系极化程度越低、均衡化程度越高,即城市群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将促进其空间体系的均衡

化发展,H1 得到验证。
表 3　 直接效应回归

被解释变量:gini

(1)
双向固定效应

(2)
个体固定效应

(3)
随机效应

dige -0. 110
 

8∗∗∗(0. 031
 

6) -0. 113
 

9∗∗(0. 034
 

5) -0. 111
 

2∗∗(0. 034
 

1)

ind 0. 020
 

7(0. 014
 

1) 0. 022
 

2∗(0. 010
 

7) 0. 023
 

4∗(0. 010
 

6)

lnpass 0. 021
 

2∗∗∗(0. 005
 

6) 0. 016
 

3∗∗∗(0. 003
 

9) 0. 017
 

0∗∗∗(0. 003
 

9)

lnfrei -0. 017
 

9∗∗(0. 005
 

5) -0. 007
 

7(0. 005
 

0) -0. 008
 

5(0. 005
 

0)

lncinv -0. 007
 

4∗∗(0. 002
 

7) -0. 008
 

0∗∗(0. 002
 

7) -0. 007
 

7∗∗(0. 002
 

7)

N 314 314 314

R2 0. 428
 

0 0. 231
 

8 0. 248
 

2

个体效应 是 是 /

时间效应 是 否 /

　 　 注:1. ∗∗∗、∗∗、∗分别表示 p<0. 001、p<0. 01、p<0. 05;2. 括号中为估计值的标准误。 下同。

根据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产业结构系数为正,说明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会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的极化发展。 人员流动规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际人员流动规模的扩

大实际上提高了城市群空间体系极化程度,不利于其均衡化发展。 货物运输规模系数显著为负,说
明城际货物运输规模的扩大会提升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均衡化水平。 人员流动与货物运输回归结果

的对比表明,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均衡化更加依赖于物的流动,而非人的流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物的流动可以替代一些不必要的人的流动,更加节省个体参与城市社会

经济活动的时空成本,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实现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化。 城市基础设

施投资规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市群内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加快资源要素流动奠定物理基础,
进而有效提升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均衡化程度。

为尽量消除双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影响,考虑到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程度可能存在路径

依赖,在解释变量中加入区位基尼系数的滞后一期项( gini_l),并以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滞

后一期项(dige_l)为工具变量,使用 IV-2SLS 方法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4。 根据第一

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且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弱 IV 检验

和过度识别检验,证明了工具变量选取的有效性。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存在路径依赖。 基于上述情况,核心解释变量的解释力与基准回归

仍然保持一致,说明在控制已有空间基础和双向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

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影响显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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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具变量回归

一阶段工具变量回归
被解释变量:dige

二阶段主回归
被解释变量:gini

(1) (2)
双向固定效应

(3)
个体固定效应

dige_l 0. 227∗∗∗(0. 001
 

9)

dige -0. 100
 

1∗(0. 031
 

7) -0. 110
 

8∗∗(0. 031
 

7)

gini_l 0. 007
 

9(0. 019
 

8) 0. 006
 

4∗∗(0. 019
 

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N 295 295 295

R2 0. 571
 

9 0. 443
 

5 0. 432
 

6

个体效应 / 是 是

时间效应 / 是 否

　 　 (二)调节效应回归

基于研究假说 H2,考察城市群网络外部性提升对数字经济促进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调节作

用,分别加入高铁往来班次(rail)、企业相互投资( inv)、科研论文合作( sci)的网络中心势指标及其

与数字经济指数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 5。 根据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特征,网络中心势描述资源

要素向某一节点或少数几个节点的集中程度,其值越小,说明城际联系越呈现网络化、分散化趋势,
城市群空间体系越均衡,即理论上网络中心势与区位基尼系数呈正相关关系。 根据直接效应回归

结果,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间体系均衡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则理论上当数字经济与网

络中心势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负时,说明引入的调节变量具有强化主效应的作用,即基于

某种联系流的城市群网络外部性提升对数字经济促进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起到加速作用,而调节

变量本身对空间体系的正向影响与其调节效应的负向影响相互抵消[59] 。
从整体上看,基于不同联系流的主效应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控制城市群网络型空间结

构条件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推动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关键因素;调节效应回归系

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创新要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都对主效应具有强

化作用,H2a、H2b 和 H2c 均得到验证。 其中,交通信息网络中心势的正向调节作用强于其他两个,
说明当前阶段我国城市群网络型空间结构的形成主要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而创新驱动不足,未
来城市群的发展必须重视基于资源要素本身加速流动与优化配置的网络化空间体系构建。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城市群内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

数的加总值(dige_r),回归结果见表 6。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系数

方向和解释力与表 3 基本保持一致;调节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调节变量以及交互项

的系数方向和解释力与表 5 基本保持一致。 由此验证了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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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调节效应回归

被解释变量:gini
(1)

双向固定效应

(2)

个体固定效应

(3)

随机效应
dige -0. 008

 

9∗∗∗(0. 001
 

3) -0. 002
 

4∗∗∗(0. 001
 

3) -0. 004
 

5∗(0. 001
 

3)
rail_cen 0. 017

 

0∗∗(0. 003
 

0) 0. 074
 

0∗(0. 003
 

2) 0. 063
 

8∗∗(0. 003
 

0)
dige×rail_cen -0. 138

 

1∗∗(0. 001
 

9) -0. 146
 

9∗∗(0. 001
 

4) -0. 137
 

1∗(0. 001
 

4)
N 204 204 204
R2 0. 444

 

4 0. 213
 

0 0. 231
 

7
dige -0. 036

 

7∗∗(0. 005
 

6) -0. 011
 

7∗∗(0. 005
 

1) -0. 012
 

9∗∗(0. 005
 

7)
inv_cen 0. 010

 

1∗∗∗(0. 002
 

0) 0. 020
 

3(0. 001
 

9) 0. 018
 

4∗(0. 001
 

9)
dige×inv_cen -0. 123

 

7∗∗(0. 001
 

4) -0. 117
 

3∗∗(0. 001
 

3) -0. 114
 

4∗(0. 001
 

4)
N 201 201 201
R2 0. 616

 

5 0. 561
 

0 0. 515
 

3
dige -0. 082

 

9∗(0. 008
 

6) -0. 029
 

3∗∗(0. 006
 

4) -0. 023
 

7∗∗(0. 008
 

9)
sci_cen 0. 038

 

8∗∗(0. 002
 

1) 0. 027
 

9(0. 002
 

4) 0. 031
 

5∗(0. 002
 

3)
dige×sci_cen -0. 086

 

9∗(0. 002
 

4) -0. 112
 

9∗(0. 002
 

1) -0. 124
 

4(0. 002
 

1)
N 293 293 293
R2 0. 447

 

4 0. 233
 

6 0. 242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
时间效应 是 否 /

表 6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gini

(1)
双向固定效应

(2)
个体固定效应

(3)
随机效应

基准回归

dige_r -0. 008
 

3∗∗(0. 002
 

9) -0. 007
 

6∗∗(0. 002
 

5) -0. 007
 

4∗∗(0. 002
 

5)
N 314 314 314
R2 0. 422

 

4 0. 246
 

3 0. 273
 

8
调节变量回归

dige_r -0. 010
 

5∗∗(0. 003
 

0) -0. 009
 

7∗(0. 003
 

1) -0. 011
 

2∗∗(0. 003
 

0)
rail_cen 0. 019

 

8∗∗(0. 002
 

9) 0. 020
 

1(0. 002
 

9) 0. 017
 

9∗∗(0. 002
 

8)
dige_r×rail_cen -0. 113

 

9∗∗∗(0. 001
 

6) -0. 109
 

4∗∗(0. 001
 

8) -0. 113
 

4∗∗∗(0. 001
 

6)
N 204 204 204
R2 0. 542

 

3 0. 469
 

6 0. 500
 

2
dige_r -0. 011

 

7∗(0. 002
 

9) -0. 011
 

9∗(0. 003
 

0) -0. 010
 

9(0. 002
 

9)
inv_cen 0. 114

 

9∗∗(0. 002
 

0) 0. 127
 

4∗(0. 001
 

9) 0. 119
 

6∗∗(0. 001
 

9)
dige_r×inv_cen -0. 127

 

3∗(0. 001
 

3) -0. 119
 

4∗∗(0. 001
 

3) -0. 120
 

1∗(0. 001
 

4)
N 201 201 201
R2 0. 452

 

1 0. 449
 

5 0. 365
 

8
dige_r -0. 018

 

9∗∗(0. 003
 

0) -0. 020
 

1∗∗∗(0. 002
 

8) -0. 019
 

0∗∗(0. 002
 

8)
sci_cen 0. 100

 

1∗(0. 002
 

1) 0. 099
 

2∗(0. 002
 

1) 0. 101
 

4∗∗(0. 002
 

0)
dige_r×sci_cen -0. 110

 

4∗(0. 003
 

0) -0. 150
 

6∗(0. 002
 

9) -0. 120
 

3∗(0. 003
 

0)
N 293 293 293
R2 0. 329

 

4 0. 391
 

6 0. 451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
时间效应 是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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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异质性分析

城市群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如经济发展基础、资源集聚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等都对其空间体

系均衡化发展水平有影响。 由此,本文中将 19 个城市群按照其所处地区划分为东、中、西部三类,考
察异质性条件下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空间体系均衡程度的直接影响以及不同联系流网络的

调节作用。 由于分地区样本量较少,估计方法统一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7。 东部地区

回归结果与整体回归基本保持一致,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间体系均衡程度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且群内形成的各类联系流网络增强了上述正向效应。 中部、西部地区的基准回归结果与

整体回归保持一致,但调节变量回归有所差异。 其中,中部地区城市群三种联系流网络的调节效应

均不明显,说明基于该地区各城市群内交通联系流、资本联系流以及知识联系流的网络型空间结构

尚未发育成熟;西部地区城市群基于资本联系流的网络外部性调节效应较为显著,其他两种联系流

的调节作用尚不明显,说明城际高铁往来、科研合作仍需进一步加强。
表 7　 区域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gini

(1)
东部地区

(2)
中部地区

(3)
西部地区

基准回归

dige -0. 087
 

7∗∗(0. 015
 

5) -0. 110
 

3∗(0. 111
 

5) -0. 548
 

0∗∗∗(0. 108
 

6)

N 133 56 125

R2 0. 213
 

7 0. 455
 

3 0. 393
 

8

调节变量回归

dige -0. 115
 

5∗∗(0. 002
 

4) -0. 112
 

8∗(0. 002
 

7) -0. 078
 

6(0. 420
 

0)

rail_cen 0. 222
 

7∗∗∗(0. 001
 

5) 0. 120
 

1(0. 152
 

9) 0. 073
 

0(0. 057
 

0)

dige×rail_cen -0. 166
 

7∗(0. 002
 

7) -0. 391
 

9(0. 019
 

8) -1. 125
 

5(0. 188
 

1)

N 102 36 66

R2 0. 394
 

8 0. 335
 

9 0. 616
 

1

dige -0. 027
 

2∗(0. 001
 

9) 0. 111
 

9(0. 015
 

8) -0. 194
 

9∗∗(0. 103
 

7)

inv_cen 0. 030
 

1∗∗∗(0. 000
 

5) 0. 055
 

0(0. 047
 

1) 0. 031
 

0∗∗∗(0. 004
 

0)

dige×inv_cen -0. 122
 

4∗∗(0. 002
 

3) -0. 441
 

9(0. 056
 

8) -0. 007
 

6∗(0. 015
 

2)

N 76 33 82

R2 0. 555
 

4 0. 793
 

3 0. 717
 

4

dige -0. 148
 

8∗∗(0. 001
 

7) -0. 113
 

3∗(0. 002
 

8) -0. 898
 

0∗(0. 343
 

8)

sci_cen 0. 139
 

5∗(0. 002
 

6) -0. 027
 

0(0. 051
 

5) -0. 018
 

2(0. 032
 

1)

dige×sci_cen -0. 119
 

8∗(0. 001
 

5) 0. 288
 

8(0. 220
 

8) 1. 048
 

4(0. 226
 

3)

N 133 56 104

R2 0. 224
 

1 0. 458
 

6 0. 426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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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从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新动态新特征入手,深入分析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理论机制,同时,基于内部城际各类联系流,加入城市

群网络外部性的调节作用,利用我国 19 个城市群的多源数据开展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第一,城市

群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直接促进其空间体系的均衡化发展,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和替换变量方法处

理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城市群内物的流动相比于人的流动更能促进经

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化,此外,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均衡化程

度,而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的极化发展,不利于均衡

化水平的提升;第三,在流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推动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

的关键因素,且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创新要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均对主效应具有强化作

用;第四,不同地区城市群的数字经济赋能表现存在异质性,三大地区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

其空间体系均衡程度均体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在联系流网络的调节效应结果方面存在差别,东
部地区各类联系流网络均对主效应有所增强,中部地区各城市群内基于高铁联系流、资本联系流以

及知识联系流的网络型结构尚未发育成熟,西部地区城际高铁联系、科研合作仍需进一步加强。
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空间体系优化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第一,通过数字

技术嵌入实体经济发展,加大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速各产业、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努
力提高科研创新水平,充分利用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强外部性以及指数级网络效应,
降低地理空间和距离对资源高效利用的约束性,重塑和优化城市空间体系,实现均衡化发展;第二,
基于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转型升级特征,深入挖掘个体城市的资源比较优势,确定每个城市在城市

群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功能型地位,加快形成城市群内资源要素流动循环格局,调整优化区域产

业结构与空间分布,提升空间资源配置效率;第三,完善城市群内交通、信息等连通网络的建设,以
更高效的物流、信息流等取代不必要的“人的流动”,重视个体城市在城市群网络中的节点属性,提
升城市之间的多向联系性、功能互补性与空间协同性,避免单点极化空间结构的“集聚阴影”;第四,
不同地区城市群的数字经济与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需要因地制宜、补齐短板,加速

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均衡化的城市群空间体系,协调大中小城市的关系,更好地推动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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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data
 

element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breaks
 

the
 

physical
 

barriers
 

of
 

time
 

and
 

space 
 

promotes
 

inter-city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profoundly
 

reshap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pattern
 

represented
 

by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acceler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the
 

traditional
 

scale
 

and
 

hierarchy
 

order
 

to
 

the
 

new
 

era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mod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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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flows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networked
 

spatial
 

structure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overall
 

network
 

externality 
 

and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enabling
 

performa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improving
 

the
 

spatial
 

system
 

balance.
 

Theref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spatial
 

system
 

has
 

both
 

direct
 

effect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various
 

flow
 

network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low
 

space 
 

including
 

traffic
 

information
 

network 
 

traditional
 

factor
 

network
 

and
 

innovation
 

factor
 

network.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takes
 

19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as
 

samples 
 

establishes
 

a
 

multi-source
 

database 
 

measures
 

the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the
 

degree
 

of
 

spatial
 

system
 

balance
 

and
 

the
 

network
 

externality
 

based
 

on
 

three
 

kinds
 

of
 

flows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
 

facts 
 

and
 

carries
 

out
 

empirical
 

tests.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facts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level
 

of
 

19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has
 

been
 

steadily
 

improved 
 

but
 

there
 

is
 

a
 

large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forming
 

a
 

relative
 

gradient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spatial
 

system
 

of
 

most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more
 

balanced 
 

while
 

a
 

few
 

urban
 

agglomerations
 

show
 

a
 

trend
 

of
 

polarization.
 

Each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formed
 

a
 

certain
 

network-type
 

spatial
 

structure 
 

but
 

there
 

exists
 

heterogeneity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regions.
 

The
 

analysis
 

based
 

on
 

empirical
 

tests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directly
 

improves
 

the
 

degree
 

of
 

spatial
 

system
 

balance 
 

and
 

the
 

results
 

remain
 

robust
 

after
 

the
 

regression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flow
 

of
 

goods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han
 

the
 

flow
 

of
 

people 
 

and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the
 

tertiary
 

industry
 

accelerates
 

the
 

spatial
 

polariz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traditional
 

factor
 

network
 

and
 

innovation
 

factor
 

network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that
 

i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empowerment
 

performance
 

of
 

digital
 

economy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spatial
 

system
 

balance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direct
 

effec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but
 

there
 

is
 

a
 

larg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moderating
 

effect.
 

This
 

paper
 

firstly
 

establish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framework
 

of
 

digital
 

economy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system 
 

and
 

demonstrates
 

i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characteristic
 

fact
 

interpretation
 

and
 

empirical
 

test
 

analysi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reform
 

direc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syste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has
 

certain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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